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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依照何种正统观念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成为

史家争论的焦点。在宋至清长达 900 余年的时段内，大致有五种不同看法: 其一，以五代相续为正

统，代表史书有范质《五代通录》、王溥《五代会要》、薛居正监修《五代史》及欧阳修《五代史记》; 其

二，以梁为伪，五代史应作四代史，虽未有代表性史书问世，然有相关议论如李昉《历代年号》、张燧

“朱温不宜入正统”论、宋实颖《黜朱梁纪年论》、华湛恩《〈五代春秋志疑〉自序》; 其三，以五代为闰

统或无统，代表作有王皞《唐余录》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五代部分; 其四，以南唐承唐为正统，代

表作为陆游《南唐书》、陈霆《唐余纪传》; 其五，以南唐继后唐为正统，代表作为吴非《三唐传国编

年》、陈鳣《续唐书》与华长卿《唐宋阳秋》。五种撰史理念，各有依据，传授、疆域、姓氏、道义等诸种

因素相杂其间，既展现了传统史学精神的延续不绝和古代学者对于正义矢志不渝的追求，也凸显出

正统观之多样化在推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正统观 五代 南唐 史书编纂

依据某种正统观念来编撰史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特征。在传统史家看来，历史是一种珍

籍，非但记录事实，亦可昭示正义; 非但可以追忆过往，亦可以鉴戒将来。故而，在史学领域，对于正

统的讨论，总是不绝于耳。尤其是对于那些分裂的时代，诸如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及两宋辽金时

期，在以谁为“正统”的问题上往往会产生分歧。这些分歧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因为某些因素被掩盖

起来，表面上达成一种共识。但随时间推移，被掩盖的异见常会获得重新解释的机会，从而为史书的

改修、重修提供理论设想。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便存在着正统观念的多端变化，在宋至清 900 余年

间屡屡成为学者撰述的对象，如纪传体史书新旧《五代史》、王皞《唐余录》、陆游《南唐书》、陈霆《唐

余纪传》、陈鳣《续唐书》等，编年体史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五代部分、吴非《三唐传国编年》、华长

卿《唐宋阳秋》等，充分展现出五代史编纂的丰富可能性。本文针对这一现象略作梳理与讨论，不当

之处还请方家指正。①

一、五代相续为正统

唐朝后期，逐渐形成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局面。唐王室虽然名义上仍为天下共主，却难免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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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正统观视域下的五代史编撰问题，尚未见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与本文内容相关的，可参见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
( 《唐研究》第 1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该文主要对宋人的五代正统论进行总结与分析，其中论及部分史书的编纂; 陈

晓莹《两宋时期关于五代十国史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 年) ，全面探讨了两宋时期官方与民间对五代十国历史

的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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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伐自诸侯出的命运。至朱温篡位，这个名义上的君主也不复存在。戴在各藩镇头上的道德紧箍一

旦被拆除，那些心怀叵测、意图大位者便跳将出来，逞其私欲而扰乱天下，直至北宋重新完成统一，这

六七十年被后人称作末世、季世、乱世。欧阳修说:“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

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①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几乎完全背离了儒家的道德和

政治理想。那么，如何叙述和解释这段历史，将正统赋予何人，便成为传统史家关注的重点问题。通

览古人著述，以五代相续为正统观念出发撰述的史书数量最众、影响最大。
将“五代”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称谓，本身就暗含着一种对于王朝更替正统的解释。② 五代，

包括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大致前后相继的中原王朝，除后唐定都洛阳外，其余皆以汴

梁为都城。日后基本完成统一的北宋政权，就是在取代后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出于此种地

理与政治上的因缘，宋人在北宋初年修撰前代史时，便首先选择以五代为正统，将五代相续作为

唐宋间历史演进的主线。
以“五代”之名撰述唐宋间的历史，大概肇起于《五代通录》与《五代会要》。二书于宋太祖建隆

年间，分别由当时在宋廷身居高位的范质和王溥根据五代编修的实录撰成。《郡斋读书志》云: “五

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质删其烦文，摭其要言，以成是书。自乾化壬申至梁亡十二年间，简牍散亡，

亦采当时制勅、碑碣以补其阙。”③该书大致亡佚于宋元之际，《通鉴考异》曾有大量引述。《五代通

录》属编年体史书，记事范围上起后梁开平元年( 907 年) 下迄后周显徳六年( 959 年) ，凡 65 卷。④

《五代会要》共 30 卷，亦取材于前代遗存的实录，却与范书不同，为典制体史书，除削烦摭要之外，尚

需“条分件系，类辑成编”。⑤ 该书今存，为治五代史者不可不备之书。
此后，宋太祖开宝六年( 973 年) ，下诏编撰《五代史》，由宰相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

穆、李昉等同修，以官修前代正史的方式传递出官方对于正统的态度。该书主要取材于五代各朝实

录和范质的《五代通录》，叙事详核，历 19 个月修成，共计 150 卷。从篇目设置和编次方法上看，《五

代史》一方面仿效陈寿《三国志》，将五代各自为书; 另一方面，五代各有纪、传，而其他诸国则抑归

“世袭列传”与“僭伪列传”。一扬一抑，两相结合，将五代为正统的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为当时

撰唐宋间史书者树立了典范。
以此三书为开端，北宋前期涌现出一批以“五代”为名的史书。有拾遗补缺之作，如王禹偁《五

代史阙文》、陶岳《五代史补》。有另修编年史者，如尹洙《五代春秋》，记载五代十国史事，效仿孔子

笔法，《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笔削颇为不苟，多得谨严之遗意，知其《春秋》之学深矣。”⑥又如《唐

至五代纪年记》，《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均有著录，今已佚。有不满于官修《五代史》而重修纪

传体史书者，如欧阳修《五代史记》，效仿《史记》，一改旧史分述各代纪传之体例，合述五代本纪 12
卷为全书的纲领，改旧史“世袭”“僭伪”列传为“世家”，以另一种叙述方式昭示其对正统的安排。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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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卷 17《晋家人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88 页。
参见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 11 卷，第 76—77 页。
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4 页。
《山堂肆考》载《五代通录》90 余卷，此实为误抄《明一统志》所致，原文称范质“有文集及《五代通录》共九十余卷”。参见彭大

翼:《山堂肆考》卷 1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976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版，第 398 页; 《明一统志》卷 4，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72 册，第 107 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 81《五代会要》，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694 页。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 48《五代春秋》，第 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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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北宋前期，从《五代通录》《五代会要》到《五代史记》，五代相续为正统的理念与叙史方式不断

以史书编纂的形式被确定下来，深刻影响着后世对于唐宋间历史的叙述与解释。

二、伪梁与四代史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梁本纪》卷末论道:

天下之恶梁久矣! 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

大失《春秋》之旨……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

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
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

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

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

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①

欧阳修的这段议论，一方面从继承《春秋》之意的角度，赋予五代为正统这种源自官方的理念以

儒家的道义与学理支撑，为其“独不伪梁”的做法进行辩护; 另一方面，他的辩护从侧面反映出时人对

朱梁的普遍看法，即所谓“天下之恶梁久矣”与“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伪梁之事，自梁代唐称

制之时就存在，如晋、岐、淮南等地均延用唐天祐年号，又如后唐灭梁后对梁的“伪化”。可以说，这些

“伪梁”的举措，虽不乏忠君之意，但更多是出于争夺权位的考虑。但“恶梁”的情绪、“伪梁”的意愿

并未局限于此，而是持续渲染开来，原因有二: 一是朱温篡位弑君，本身就违悖道义; 二是梁灭唐，终

结了李唐这样一个曾为盛世、安定繁荣、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王朝，从而彻底打破统一

局面，使天下陷于分裂。
这种情绪和意愿反映在史学上，即要求撰史者将朱梁一代排除在正统之外。欧阳修《正统论序》

云:“太宗皇帝时……命李昉等编次前世年号为一篇，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为伪。”②年号的编次，最

能反映对正统问题的看法。李昉在太祖朝时曾参与修撰《五代史》，以五代为正，而至主编《历代年

号》时则改成“以梁为伪”，③反映了宋廷对于不同意见的包容与接纳。实际上，不论是五代正统论、
伪梁论，还是随后将要述及的五代闰统论、唐宋相继论等，对于赵宋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地位均无削

弱，反而更有加强的意味，这或许才是其选择包容的真正原因。
“伪梁”的论说在宋以后继续发酵，欧阳修的自我辩护一度成为众人针对和驳难的焦点。明代学

者张燧道:

欧阳子作《五代史》，自谓不失《春秋》之意。余独谓帝朱温非是。夫三代以来，世有篡

者，然皆不成为国，亦不成为君。是故穷之篡也，羿、浞相继三十年，而少康灭之。莽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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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卷 2《梁本纪》，第 21—22 页。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16《正统论·序论》，中国书店 1986 年版，第 116 页。
《历代年号》，《宋史·艺文志》( 卷 203，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5097 页) 有著录，而《直斋书录解题》(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版，第 164 页) 著为《历代年号并宫殿等名》，均为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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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世祖灭之。玄帝一年，而刘裕灭之。其灭也，无论修短，俱以伏诛书。温父子相继十

六年，即为庄宗所灭，特与羿、浞、莽、玄相上下……然则继唐统者，断断乎在于庄宗，应于唐

之后书“后唐”以别其族类，而并晋、汉、周称为“四代史”，而以温事附之前唐之末，后唐之

初，若莽在两汉之际，玄在晋、宋之间，庶几统绪分明，其关于大义，不更多哉?①

是将朱梁一代比作王莽之新与桓玄之楚，只可附于“前唐之末、后唐之初”，而不能独立为一代之史。
此后，清初学者宋实颖著《黜朱梁纪年论》，云:“予读《五代史》，至《梁太祖本纪》，未尝不废书而

叹也，曰:‘欧阳公良史也，为是纪真失《春秋》之志矣。’”亦可谓与欧阳修针锋相对。接着，他更取

《春秋》书法进一步论证“伪梁”的观点。一云: “《春秋》之于阳虎，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则《五代

史》于朱全忠，亦当正其名曰盗。”此为书义理之实。又将朱温比作王莽、安禄山，认为史家述史“王

莽不得为新，安禄山不得为燕”，则朱温亦不得为梁。一云:“黜朱梁之纪年，而以晋、岐、淮南之称天

祐者……系于唐后，犹夏之少康、周之共和，亦《春秋》书‘公在乾侯’之义也。”此为尊崇公室。《论》
之后附《纪年图》，将梁灭唐后之纪年改为“晋、岐、淮南称天祐某年”，直至庄宗复唐，初步建立起四

代编年史之时间主线。② 另一位清代学者华湛恩著有《五代春秋志疑》，对尹师鲁尊崇后唐的做法赞

赏不已，在《自序》中直接照搬张燧观点称:“若令作后唐、晋、汉、周为《四代史》，而以温事附前唐之

末，后唐之初，如莽在两汉之际，玄在晋楚( 笔者按，‘楚’当作‘宋’) 之间，其关于大义更多也。”③四

代史的设想是对五代史纂修方案的修正，而实际上二者的正统观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不同之

处只在如何看待和处理朱梁一代的正伪问题。“四代史”大概仅停留在设想阶段，今未见成书。
然则四代之中，汉、晋、周的建号方式与梁有多少不同，后唐自诩承续李唐正统，其实际地位与其

他四代又有多少区别，由此遂产生了五代为闰统与无统的观念，以及据此观念而撰述的史书。

三、五代为闰统与无统

正统之论，名目繁多。正统之外，又有闰统、霸统、变统、无统、帝统、王统等。闰统，大致居于正

统与僭伪之间。宋庠著《纪年通谱》，《直斋书录解题》称其“自汉文后元有年号之后，以甲子贯之，曰

正，曰闰，曰伪，曰贼，曰蛮夷”。④ 成书于北宋真宗朝的类书《册府元龟》前三部依次为“帝王部”“闰

位部”与“僭伪部”，其《闰位部·总序》云: “化合神者称皇，德合天者称帝，德合仁义者称王，斯并穹

昊有命，历数在躬，大庇生民，奄宅区宇者也。其或真人未应，中夏多难，本非灵心之所眷，暂为人望

之攸属，或绍承于大统，或专据于一方，虽复置宗 ，改正朔，建官以治，向明以朝，然与受河洛之符、
应龙马之纪者殊矣。故载籍譬之闰余，明其非正焉。”⑤所谓“闰余”，原为历学概念，《史记集解》引

《汉书音义》曰:“以岁之余为闰，故曰闰余。”⑥则“闰统”，可视作对“正统”的一种补充与过渡，在“正

统”阙失，即所谓“真人未应，中夏多难”时暂时充当承续大统的角色，即所言“暂为人望之攸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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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燧:《千百年眼》卷 9“朱温不宜入正统”条，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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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 26《历书》，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256 页。



正统观与宋以后的五代史编纂

那么，闰统和正统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释者的评判标准。如汉代以

来多有以秦为闰者，欧阳修则辩之曰: “谓秦为闰者谁乎? 是不原本末之论也，此汉儒之私说也。”①

不过大体来说，将某一朝代归于“闰统”，其身上往往有一些不利因素，如未能统一、夷狄异族、篡权夺

位、暴虐短祚等。因此，秦之外，又有曹魏、蜀汉、东晋、元魏、隋及五代，常被拿来进行讨论。前述以

梁为伪，又有单独以梁为闰者，如《册府元龟》即以其“非五行更代之序，乃当紫色余分之目”。② 此

外，更有以五代为闰并撰述成书者，如王皞的《唐余录》。
王皞，字子融，青州益都人，北宋中期名相王曾之弟。因赵元昊反，请以字为名，改字熙仲。王皞

所撰《唐余录》，今已亡佚，不过典籍中多有记载，据之可略见其概况。《郡斋读书志》著录该书为 60
卷，谓:

皞删五代旧史繁杂之文，采诸家之说，仿裴松之体附注之。以本朝当承汉、唐之盛，五

代则闰也，故名之曰《唐余录》。宝元二年上之。温公修《通鉴》间亦采之。③

《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为《唐余录史》30 卷:

直集贤院益都王皞子融撰，宝元二年上。是时惟有薛居正五代旧史，欧阳修书未出。
此书有纪，有志，有传，又博采诸家小说，仿裴松之《三国志注》附其下方，盖五代别史也。其

书列韩通于忠义传，且表出本朝褒赠之典，新、旧史皆不及此。馆阁书目以入杂传类，

非是。④

又《玉海》引《中兴书目》称《唐余录》“六十卷，王皞删五代旧史，旁采诸家小说，仿裴松之《国

志》附见于注”。⑤ 此外，《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均记为《唐余录》
60 卷，无“史”字，显然陈氏《解题》所载有误。

关于《唐余录》一书，有四点值得注意。其一，书名用“唐余”二字颇为有味，将唐宋间数十年史

事归为唐之余事，正道出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是唐代失政的后果，既反映了“以本朝当承汉、唐之盛，

五代则闰也”的正统观念，又显示出作者把握和理解历史的卓越识见。其二，《唐余录》有纪、志、传，

为纪传体史书，《直斋书录解题》称其为“五代别史”，入别史类，可谓确当。而《中兴书目》入杂传类，

《通志·艺文略》入编年类，《宋史·艺文志》入别史类，又于传记类中重出，都是对此书性质认识不

明造成的。其三，在取材与编纂方面，《唐余录》正文主要为删减薛居正监修的《五代史》而成。此

外，相较于太祖朝修史之时，宋代中期又有许多史料涌现出来，王皞遂仿照裴注《三国志》的方法，将

相关内容附于正文下方。《郡斋读书志》称“温公修《通鉴》间亦采之”，按之《通鉴考异》，果多有称

述。由此可见，《唐余录》虽全书仅 60 卷，非但较旧史大为简略，比欧阳修新史也有过之，却依然有其

价值。其四，关于为韩通立传的问题。韩通为后周之忠臣，死于赵匡胤篡周之际，五代旧史与新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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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 9《正统论·秦论》，第 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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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为其立传。而《唐余录》则“列韩通于忠义传，且表出本朝褒赠之典”，深受后世学者的好评。
《齐东野语》“韩通立传”条记有焦千之与刘攽的一次对话:

旧传焦千之学于欧阳公，一日，造刘贡父，刘问:“《五代史》成邪?”焦对:“将脱藁。”刘

问:“为韩瞠眼立传乎?”焦默然。刘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①

是以《唐余录》当为第一等文字。王士祯也因此称王皞“有见”。② 《唐余录》虽以五代为闰，除更改

“五代史”旧名外，从其删削旧史的做法来看，恐怕很难改变以五代为主线的叙事旧法。
除以五代为闰统外，又有五代无统之说。《朱子语类》载朱熹言:

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

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某尝作《通鉴纲目》，有“无统”之说。此书今未及修，后

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编年号相续，此等处，须把一个书“帝”、书“崩”，而余书“主”、
书“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态? 此等处，

合只书甲子，而附注年号于其下，如魏黄初几年，蜀章武几年，吴青龙几年之类，方为是。③

按朱熹之意，天下统一是得正统的必要条件，“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则不能得正统，所举例有

三国、南北朝与五代。但朱熹又说:“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

履倒置，何以示训?”④是其有自相矛盾之处。考之《通鉴纲目》，三国时以蜀汉为正统，而五代时则依

照无统观念进行撰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纪年只书干支，小字附注各国年号于其下，不似有

正统时于皇帝首个年号元年处大字题“某某皇帝某某元年”; 二是叙事之书法，基本做到“如旁人立

看一般”没有偏倚，如凡建号称帝者均称“某主”。不过，《纲目》附注年号时依然有所偏重，五代年号

每年都有附注( 注梁年号前又加晋、岐称唐天祐某年) ，其余诸国则只注改元之年。这是其五代无统

观未能真正贯彻的表现，故常为人误解。如清代学者黄清宪亦持五代无统之见，却云:“欧阳氏《五代

史》、司马氏《通鉴》、朱子《纲目》，并以五代为正统者，以五代为本朝得统之由，不得不以正统归之。
其实，五代之君安得列于正统哉? ……盖五代之时，无道极至，实与夏太康、汉新莽、南北朝之世同其

荒乱、同一无统之天下也。”⑤是将朱熹《纲目》也视作以五代为正统之史书。

四、南唐承唐为正统

五代之外，又有以十国之南唐承唐为正统者，这是对五代正统论的极大突破。当然，能够以偏居

江淮之小国而受人青睐并被奉为正统，南唐自有其独特优势。第一，南唐去徐氏而恢复李姓，自称唐

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后，改国号为唐，使其拥有了延续唐祚的身份。第二，处战乱纷仍之世，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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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盛、贤才荟聚，非他国能比。元代史家赵世延称赞道:“虽为国偏小，观其文物，当时诸国莫与之并。
其贤才硕辅，固不逮蜀汉武侯，而张廷翰、刘仁赡、潘佑、韩熙载、孙忌、徐锴之徒，文武才业，忠节声

华，炳耀一时，有不可掩。”①第三，从与周边民族政权的交往来看，南唐常能维持华夏民族之尊严与

地位于不坠，正所谓:“唐末契丹雄盛，虎视中原，晋、汉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谨，顾乃独拳拳于江淮小

国，聘使不绝，尝献橐驼并羊马千计，高丽亦岁贡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余风，以唐为犹未亡

也邪?”②第四，从历史经验与先例来看，南唐承唐颇类似于蜀汉之继汉，东晋之继晋。尤其至宋室南

迁，不再占据中原，对于南宋人而言，以南唐为正更有利于维护本朝政权的正统地位。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出现了几部记述南唐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其中，北宋胡恢、马令编著的两种

《南唐书》，仍尊奉北朝正朔。二人以金陵人而著南唐史，主要出于乡邦意识，非为南唐争正统，并为

避免他人误解，特意将烈祖以下不名“纪”而谓之“书”与“载记”。至南宋，陆游新修《南唐书》则大

不相同，作《烈祖》《元宗》《后主本纪》三卷，虽未明言欲尊南唐为正统，此中深意却常为后人道出。
如周在浚《南唐书笺注凡例》第一条云: “陆书发凡起例，简略详略可观，足继迁固。三主名纪，俨然

以正统归之，其识较马令超越，可与欧阳公《五代史》相匹，非诸伪史可比也。”③《四库全书总目》中

《南唐书》提要云:“游乃于烈祖、元宗、后主皆称本纪……得非以南渡偏安，事势相近，有所左袒于其

间乎?”④黄清宪《读合刻南唐书》亦云:“马书尊汴梁为正统，陆书于李氏三主特作本纪，盖予南唐为

正统也。”⑤陆氏著书之心意与旨趣，虽难以考知，不过这部《南唐书》确实引起后人关于五代正统与

南唐地位诸多新的遐想与认知。
明确寻求以南唐续唐的史书是明代学者陈霆的《唐余纪传》。《唐余纪传》18 卷，凡国纪 3 卷，列

传 15 卷，列传中自 14 卷以下别属名目( 计家人传 1 卷，忠节传 1 卷，义行、隐逸合 1 卷，藩附、列女、
方技、伶人合 1 卷，别传、志略与附录合 1 卷) 。按以“唐余”命名者，先有王皞《唐余录》，后为陈霆的

《唐余纪传》，二者实甚不相侔。盖王氏以五代十国为唐之余，而陈书以南唐一国为唐之余。陈氏自

序云:“唐余者，李唐三百年世祚之余也。汉四百年而亡，昭烈立于益州，为汉之余。梁五十年而亡，

萧詧国于江陵，为梁之余。”⑥是以南唐比于蜀汉、西梁。朱熹曾言:“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为正统之

余。”“蜀汉是正统之余。”⑦此处之“唐余”应该就是李唐正统之余的意思。既为正统之余，便是已失

了正统。如此来说，陈霆并未将南唐树立为五代时期的正统。故其序又云:

欧阳氏作《五代史》，全以正统归之偏闰之国，故其于南唐例之僭伪……朱梁以盗贼，后

唐、晋、汉以夷狄，郭周以卒伍崛起，类同篡弑相踵，固非神明之后与有极世之功也。彼为正

统，全其帝王之尊，此以偏据，鄙为僭伪之国，其与寇蜀而帝魏者，不等为驳见哉? 《南唐

书》……于三主之事，概称本纪……虽特烛欧史之偏，然未协《纲目》无统平书之例……故

虽妄改世家之称，亦复少避帝纪之目，三主始末定为国纪……名其编曰《唐余纪传》。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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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驳斥欧阳修的五代正统观，并为南唐正名，其意或许只是要将南唐的地位拉至与五代同一

水平。所以，他又打着朱熹“无统平书”的旗号，在本纪与世家之间取其折中，命名为“国纪”。然则，

又何必名其曰“唐余”? 可见其态度与做法的极端暧昧，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唐余纪传》“大旨以南

唐承唐之正统”，“既以南唐继唐，自应正其为帝，而昇曰先主，璟曰中主，煜曰后主，复仿陈寿《蜀志》
之例，尤进退无据”。① 至于《唐余纪传》的内容和体例，也颇蒙后人之讥。彭元瑞说:“《唐余纪传》全

袭陆氏《南唐书》，至有通篇不过增删数字者，倒置前后，改窜名字，涂人耳目，以博著述之名。”②《四

库全书总目》称:“其体例多学步《新五代史》……有效颦之失。”③可见，陈氏此书确非佳作。
总之，从陆游《南唐书》到陈霆《唐余纪传》，在“续唐”观念的塑造与实践方面的确实现了突破。

不过可惜的是，二书均为南唐一国之史，而非以南唐为主兼述他国的天下史，这为后代史家继续寻求

从“续唐”的视角重撰五代全史留下了空间。

五、南唐继后唐为正统

讨论正统问题，“夷夏之辨”常常是一个关键因素，如前述陈霆所云“后唐、晋、汉以夷狄”便不能

为正统。事实上，“夷夏之辨”的重要性在正统论中日益淡化，在所谓“夷族”入主中原甚至统一天下

的时代尤其如此。元代学者戚光著有《唐年世总释》，即突破了这一界限，以后唐续唐，以南唐续后

唐。此书纪年时，在梁篡唐后仍称天祐年号; 至后唐庄宗复唐，改书后唐年号; 石敬瑭立，后唐灭，则

书南唐年号，其言“古今之乱，唐未绝天，故清泰方绝，升元已建”; 至南唐中兴元年( 958 年) ，又改交

泰元年，因唐主去帝号、奉周室，故书后周年号; 周亡后，又书宋年号，至宋开宝八年( 975 年) ，唐亡，

称“自高祖至是凡三百五十九年”。④ 可以说，这种年世的编次方式堪称完备，足与五代的前后递续

相并提。晋、岐、淮南在唐亡后继续使用唐天祐年号，以及后唐、南唐的恰巧相继，为撰史者的建构提

供了可能。
至清代，在经过了陈霆所撰《唐余纪传》否定后唐的身份之后，戚光的设想在三部史书中得到了

实践。
第一部是清初学者吴非的《三唐传国编年》。光绪《贵池县志》称其“著述甚富，而《廿一史异同

考》《三唐编年》自谓得史家之秘”。⑤ 吴非又有《读史纲序》云: “非亦尝读二十一史矣，每史跋题论

其大意，以请质于精史学诸公，而又订《楚汉帝月表》以正龙门，于萧梁立《三梁系谱》、于五代立《三

唐编年》，聊以寄意。”⑥可见吴氏对《三唐传国编年》一书自视甚高。所谓“三唐”，陈弘绪序称: “所

系天祐之十九年，则正统之唐也; 起同光迄清泰，谱之曰后唐; 起升元迄开宝，谱之曰南唐。”⑦书凡五

卷，卷一为《三唐传国图》与《三唐传国年谱》，依照戚光《年世总释》谱三唐年世为正，并附注诸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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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卷 66《唐余纪传》，第 590 页。
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卷 1《唐余纪传跋》，乾隆年间刻本。
《四库全书总目》卷 66《唐余纪传》，第 590 页。
戚光:《唐年世总释》，王士禛:《池北偶谈》卷 14，齐鲁书社 2007 年版，第 273 页。
光绪《贵池县志》卷 27《吴非传》，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3 页。
吴非:《读史纲序》，左昊:《读史纲》卷首，清中林草堂刻本，转引自乔治忠、朱洪斌:《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清代卷) 》，商务

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46 页。
陈弘绪:《三唐传国编年序》，《丛书集成续编》第 22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年影印本，第 6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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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卷二至卷五为编年纪事，始梁篡唐，迄宋灭南唐，第一次将“续唐”的理念以史著的形式表达出来。
第二部是陈鳣的《续唐书》。《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续唐书》七十卷，国朝陈鳣撰。

其书以南唐为正统，盖本之陈霆《唐余纪传》而为之者。又用萧常、郝经等《续后汉书》之例。”①此实

为一大误解。《唐余纪传》只以南唐续唐，仅述南唐一国史事，而《续唐书》则以南唐续后唐，兼述唐

宋间华夏全史。
陈氏全书共 70 卷，依次为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五体。其中本纪 7 卷，叙述后唐与南唐 7 位皇

帝的事迹，以展示天下正统的所在。表 4 卷，分别为《纪元表》《宗室表》《诸国表》《大臣表》，试图为

纷繁杂乱的年代提挈纲领。然而，《纪元表》但表各国之纪年，《宗室表》《诸国表》但谱各国之宗室世

系，皆无大事之记。如此舍难趋易，实不足以昭示“并时异世”的情势，更不足以凸显代易事变之关

节，可谓但有表名、但标表例，而未能真正发挥表之功用。志 10 卷，以后唐、南唐典章制度为主要内

容，分《礼仪志》《音乐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选举志》《职官志》《经籍志》《食货志》《刑

法志》诸门类。较之《旧五代史》，陈鳣增立《经籍志》，且一改《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

著录“一代收藏之书，而非一代著作之书”的做法，仅录入五代十国人的著述，多方搜索，极为用力，为

一部乱世成色十足的“相斫书”注入些许文化内涵，昭示着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世家 13 卷，乃效法欧

阳修《新五代史》而设，记录岐、吴、梁、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晋、后汉、周 13 国君主的

事迹，其中北汉接续后汉共为 1 卷。列传 36 卷，包括《后妃传》《宗室传》4 卷，记载后唐与南唐宗室;

《诸臣传》21 卷，记载后唐与南唐诸臣;《诸国臣传》仅 9 卷，记载其余 13 国的臣子;《外国传》2 卷，简

要叙述契丹、高丽、党项等周边民族政权的历史。可以说，陈鳣全书始终围绕后唐、南唐命篇编次，大

体做到详所当详、略所当略，以史书编撰的方式切实践行了重塑正统、延续唐祚的理念。《清史稿·
吴任臣传》将陈氏《续唐书》、周春《西夏书》、谢启坤《西魏书》相提并论，称“义例皆精审，非徒矜书

法、类史抄也”，②应非虚誉。
此外，需要稍加说明的是，陈鳣的《续唐书》绝不是简单地将新旧《五代史》《南唐书》等几部史书

的篇章重新组合，而是在博考群书并借鉴前人考订成果的基础上，审慎择取叙事底本，参照他本，一

面删去不实与枝蔓，一面补足史事的必要细节，点窜疏通，而后成文，是以后代治史学者常谓其“考订

精审”。③ 陈鳣还于每卷之末缀有简短评论，探讨国家存亡之道，着意表彰季世中的善政、令主，赞赏

忠义和气节，称誉偏霸之良臣，几乎不见欧阳修口中“极乱”之世的踪影。可见，《续唐书》不仅在重

塑正统，更在重绘一个全新的历史世界。
第三部是华长卿的《唐宋阳秋》。《唐宋阳秋》共五卷，命名与宗旨均效仿习凿齿的《汉晋阳秋》，

习氏黜魏之正统而以蜀汉接续东汉，从而形成晋承汉统之理路，华氏则贬斥梁、晋，使后唐继唐、南唐

继后唐，最终塑造成唐、宋相续的历史脉络。华氏自谓:“黜朱梁、石晋而崇奉李唐，所以诛乱讨逆、褒
忠贬奸，正名分以植伦常，辨是非以定功罪，不以建都为统绪，而以族姓为绍述，窃比蜀汉继东都之

例。”④不过，习氏《汉晋阳秋》之所以称作“阳秋”而非“春秋”，乃为规避简文宣郑太后“阿春”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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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友芝著，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 5 上，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86 页。
《清史稿》卷 484《吴任臣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3349 页。
参见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8 页; 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版，第 277 页; 魏得良:《〈续唐书〉条目》，《中国史学史辞典》，明文书局 1986 年版，第 562 页; 刘节: 《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

社 1982 年版，第 336 页。
华长卿:《唐宋阳秋·序》，《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天津图书馆》卷 8，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影印本，第 4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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讳，而华氏生于清代，自然没有避讳的必要，却仍袭而不改，正可谓食古不化。
华长卿在《自序》中略有言及撰述《唐宋阳秋》的基本情况: “就赵氏代纂《纲目》之后六卷，及成

化敕修《续纲目》之前二卷，始唐天祐四年，终宋开宝九年，本原书事实笔削增改……予夺劝惩，一秉

麟经心法。”①所谓“赵氏代纂《纲目》”，赵氏指朱熹门下弟子赵师渊，《纲目》即朱熹草创之《资治通

鉴纲目》。华氏《自序》云:“《通鉴纲目》一书非尽朱子手著，既定凡例，晚年手付门人赵讷斋接续编

辑，后七卷尤多乖舛。”②所谓“成化敕修《续纲目》”，即成书于明成化年间的《续资治通鉴纲目》。
《唐宋阳秋》就是以这两种“纲”为底本“笔削增改”而成。

将《阳秋》与《纲目》《续纲目》对校，可以清晰见到两种笔削方式。一是通过改换书法，施加予夺

褒贬，借以凸显尊二唐为正统的义理。如，凡述梁事，《纲目》称“梁”“梁主”，《阳秋》则称“朱温”
“温”“朱友贞”，直书名讳; 叙唐事，《纲目》书作“唐主”“唐”，与他国称谓一致，《阳秋》则改称“帝”
或径直省去不书，以此显示二唐的正统地位。自后周显德五年( 958 年) 南唐主动放弃帝号，自称唐

国主，奉周正朔，至周、宋相嬗之年( 960 年) ，《阳秋》述唐事亦改谓“唐”“唐主”，与述他国相同，只是

纪年仍用南唐年号。自宋太祖即位后，记载历史便以宋为尊，大书宋朝年号，叙写宋之史事称“帝”或

不称。宋开宝四年( 971 年) 十一月南唐自贬国号称“江南”之前，书“唐”“唐主”，此后则改书“江南”
“江南主”。二是通过补充史事的某些细节，使所录提纲的内容更加充实、明晰。如唐天祐四年( 907
年) 四月，《纲目》原纲为“梁以钱镠为吴越王”，《阳秋》则增叙此事原因，改作: “镇海节度判官罗隐

请于钱镠讨朱温，镠不从。温封镠为吴越王。”又如应顺元年( 934 年) 正月，《纲目》原纲作“吴人攻

闽建州，不克”，《阳秋》则增叙闽、吴交战的过程和结果，作:“吴蒋延徽败闽兵于浦城，围建州。闽诛

薛文杰。吴召延徽还，闽人追败之。吴与闽和。”③如是这般的增补，令史事稍备始终，大有纪事本末

的雏形。
简言之，朱熹草创《通鉴纲目》不仅是史学义理化之典范，更堪称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部力作。以

五代十国的历史而论，《纲目》所提挈之纲领，大体上可以概括这数十年历史大事之凡，涵盖着唐宋之

际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④ 华长卿将朱熹的《通鉴纲目》与“悉遵朱子凡例”⑤的《续通鉴

纲目》作为笔削的底本，本身就是有识见的。而他的增补，更是将原纲的长处做了最大发挥，为世人

提供了一部记录唐宋间历史的简明佳作。

结语: 历史重撰中的精神传承与学术追求

五种正统观念，各有其依据，传授、疆域、姓氏、道义等诸种因素相杂其间，推动着五代史的编纂

走向多样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对正统的变化多端的见解和实践，包含着一种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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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长卿:《唐宋阳秋·序》，第 436 页。
华长卿:《唐宋阳秋·序》，第 436 页。
参见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 53，丁卯四月条，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42 页;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卷 56，甲午正月条，第 3284 页; 华长卿:《唐宋阳秋》卷 1，丁卯四月条; 又卷 2，甲午正月条。
参见马玉山:《略论朱熹“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的史学观》，《海峡两岸论朱熹———纪念朱熹诞辰 865 周年暨朱熹对中国

文化贡献学术会议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7—168 页。作者认为，“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是朱熹修史的一条重要思想指导原则，他的《资治通鉴纲目》就是这个思想指导的实践的产物。
参见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93 册，第 6 页。



正统观与宋以后的五代史编纂

样的精神内核; 二是以树立某种正统观为导向的历史编纂是否具有学术层面的价值。
饶宗颐曾指出:“史家致力于正统问题之探讨，表面观之，似是重床叠层，细察则精义纷披，理而

董之，正可窥见中国史学精神之所在。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

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欧公、温公所以不为人谅解，由于屈服于史局之下。
故向来官修之史，不能令人满意，而私家之史，所以不断述作，不惜重撰，且亦为人所重视，职是故

也。”①这道出了中国史学之所以延续不绝的一大缘由，以及私家修史不同于官方的可贵品格。就五

代史编纂的情况而言，自宋初以五代正统论撰成正史，到伪梁说持续发酵，再到五代为闰统或无统、
南唐承唐，以及南唐继后唐为正统的理念迭次兴起，交相辉映，不断构成对五代正统论的反叛与消

解。据以撰成的史书，从宋代的《唐余录》《南唐书》到清代后期的《续唐书》《唐宋阳秋》，历时近千

年，所要展示的无非是“如何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
《三唐传国编年》一书卷首载有多篇吴非针对时人之质疑与非难的答书，从中可窥见作者撰述的

意图与旨趣。其中一段话尤为明晰:

五代而分别之，则不若存空名而近于正者之为愈也。乃朱邪而赐姓，奉唐纪年终矣，何

必不存唐。乃梁亡而存勖始自称帝，何必不沿唐。乃明宗而承于庄宗，未改号矣，何必不依

唐。且南唐再造，甲子有连，何必中间如羿浞之四十年、王莽之十八年，而况知诰自不失其

为唐帝统系者乎? 故于南唐予其传统，传统者传系也。统不拘于舆地之广狭，系不拘于宗

子之大小者，变也。于后唐予其传国，不传统传姓、不传宗者，亦变也……不通夫变则不知

所以行权，不知行权则并不知所以守正也，此《春秋》之法也。②

名，是一种利器，对于史家更是如此。正名而褒贬是非存乎其间，故自孔子修《春秋》始，历代撰

史者无不注重名之予夺，甚至以空名凌驾事实之上。吴非深知此道，所谓“得史家之秘”与“聊以寄

意”者，盖指此而言。然而史事多变无常，所谓族类、舆地、姓氏、宗子，均不可固为一定之标准、不变

之常道。故而观史者须观其变，撰史者更要通其变，在变化中上下衡量、左右相比，方能得其行权之

道，悉其守正之则，予名而不偏，夺名而不倚。这是吴非心中的《春秋》之法，也是众多传统史家表达

道德理想、以史学为世范的金科玉律。
失去传统语境的我们或许无法理解，更无法判断究竟何种正统观更适合叙写这段历史。当然，

在当下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这种持续数百年的有关正统与“正名”的争论，展现出

的是同一个精神内核，即彰善瘅恶、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史学精神，以及崇尚文明、和平、良善、仁

义，鄙弃野蛮、混乱、狡诈、残暴的价值理念。尽管叙述方式有异，但他们的最终追求并无差别。陈鳣

在《续唐书自叙》中说:“戚光《年世总释》，始发其凡，终未有专成一书，宁非缺事!”③书成后又题诗

道:“快哉此日翻成案，多少清流怨气舒。”④可见，在他看来，撰述此书，不仅关乎个人名利，而且是历

代清流士子共有的责任。就连惯于攻讦他人的李慈铭，对此书也不吝赞词:“近儒海宁陈仲鱼先生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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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唐书》，以同光接天复，以昇元接清泰，其统始正，可为定论矣。”①从今天来看，这些想法与做法或

许显得迂腐，却正体现出古之学者不惧打破既定秩序，以及对于正义矢志不渝的追求。
此外，从史学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正统观不再只是依靠概念的辨析和语言的重组表达出来，

而是融入历史编纂的实践，成为推动史书重撰的重要因素时，它便不仅具备思想的价值，而更含有学

术的意义。白寿彝曾说:“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历史理论的运用，史

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幾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

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②可见，史学有其自身的理念与法则。史学家们在依照其正统观念寻

求另一种编纂方式与记述笔法的同时，并未放弃更好地表现历史真实面貌的意图。故而，在历史一

次次被重修、新修的同时，史书体裁与体例、历史事实与文章乃至史学思想与观念等方面也在经受百

般思索与磨砺，这正是史学进步的前提条件。借用王学典评价“五朵金花”的术语，随着“话语系统

的根本转换”，如果说“何为正统”是一个“假问题”，那么依之而撰的众多史书却含有实实在在的“真

学术”。③

这里仅举两个方面。其一，正统观念不同，势必导致叙述重点的差异，以五代相续为正统，则其

书必以记载五代史事为主，以南唐继后唐为正统，则所述必以二唐史事为主。多种观念存在，有助于

更加全面地辑存史料，展现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例如，马令和陆游的两种《南唐书》对江南历史的

细致描绘，不啻为补足学术空白的创举，更为后世的南唐史研究提供了可供寻绎的可靠文本。其二，

中国史学历有实录的传统，宋代以降，撰史者广参互证、实事求是的思想更加明确和自觉。历史的重

撰者，有时需要面对一事的数种文本，如何择取显得格外关键。例如，陈鳣著《续唐书》，在叙事文中

便时常蕴含着他对前人考证成果及诸种文本的考量。该书《庄宗纪》载同光二年( 924 年) 二月癸酉，

群臣上尊号“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而《新五代史》并无“至德”二字;《闵帝纪》载“闵帝名从厚，

小字菩萨奴，明宗第三子也”，《新五代史》原作“五子”; 又“闵帝”“末帝”，《新五代史》则为“愍帝”
“废帝”，这些都是对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吴缜《五代史纂误》研究成果的反映。④ 又如，该书《陈袞

传》，马、陆二书均作“陈褒”。陈鳣参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宋史·孝义传》改为“袞”，并在篇

末史论中予以详析，以辨马、陆二书及《徐铉集》之非，推断严密精确，文笔不枝不蔓，置之《十七史商

榷》中也不逊色。⑤ 由此可见陈氏述史的不苟与审慎。当然，各书的学术价值还需具体判断，但不可

因著者对于正统观的过多强调而忽视其学术方面的价值。
综上所述，在宋至清 900 余年间，史家、学者对于唐宋间历史之正统的设想与解释可谓臻于极

致，随之而来的便是这段历史不断得到重撰。这是中国史学演进的重要方式，既展现了传统史学精

神的绵延不绝，也凸显出正统观在推动史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 作者崔壮，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邮编: 050024)

( 责任编辑: 张舰戈)

( 责任校对: 廉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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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ＲY OF AＲTICLES

Ｒeceptions of Nikolai Bukharin＇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in the 1930s / / Zhao Guangjun

The 1930s witnessed a great quantity of foreign work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ing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introduced into China，and it was common that one book had serval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During this period，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by Nikolai Bukharin had the most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The popularity of this book induced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Ｒepublica of China. This book，along with other 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introductions，became source of
reference in the theorization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1930s. Meanwhile，people of the time had
already noticed problems such as mechanism in Bukharin＇s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gradually sublated
his theory while continuously referring to it as source of reference. In studying the ri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view on history in modern China，we should not only examin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ory，but also trace its
spread and dissemination. Taking the translation，introduction，dissemination and theoretical sublation of
Bukharin＇s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1930s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uncovers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process of receptions of foreign the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the
Ｒepublican period，and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The Orthodox View of History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fter the
Song Dynasty / / Cui Zhuang

China was torn asunder by frequent war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It
becomes a focus of debate among historians on what kind of orthodox ideas to follow in order to compile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Five competing views were held by scholars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first is to deem these five continuous dynasties as orthodox，represented by General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Fan Zhi，Collected Statut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Wang Pu，The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Xue Juzheng，and The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Ouyang Xiu. The second disregards
the Liang Dynasty as a fake and only admits the other four dynasties into the orthodox tradition. The Ｒeign
Titles of Past Dynasties by Li Fang，Abolishing the Ｒeign Titles of the Zhu-Liang by Song Shiying，and
Preface to Questioning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Hua Zhan＇en cited and discussed
this idea. The third takes the five dynasties as“lunar legitimacy”or unorthodox. Ｒecords of the Vestigial
Tang by Wang Gao and the correspondent part of Outline and Detail of History Ｒetold as a Mirror for Ｒulers
by Zhu Xi are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 fourth treats the Southern Tang as a continuation of Tang orthodoxy.
Book of the Southern Tang by Lu You and Annals and Biographies of the Vestigial Tang by Chen Ting are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 fifth regards the Later Tang and the continuous Southern Tang as orthodox，
represented by Annals of the Three Tang by Wu Fei，Book of the Continued Tang by Chen Zhan，and Tang-Song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y Hua Changqing. These five views took different roots in the combined influences
from political transition，territorial heritage，family lineage to moral values，all of which are，nevertheless，
valid. They 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of ancient scholars＇unrelenting
pursuit of justice，and they are highly signific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Deconstruction to Ｒeconstruction: Lü Simian＇s Study of Mythology / / Li Juan

The history of antiquity is an important object for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research on
mythology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Lü Simian followed the logic that society progressed from low to high
levels in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homogenous human groups”i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latter wa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subordinative thinking”. In three aspects，he deconstructed myths
from the antiquity and replaced the“old common sense”with new interpretation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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